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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中国成立后亟待建立自己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推进工业化需采用“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

制”；而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调整生产关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

济共同发展。在国家实现工业化初期阶段，迅速推进工业化需采用计划经济体制，事实证明，计划经济体制为

中国经济起飞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而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需调整产业结构，而调整产业结构必须让市

场起决定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单一公有制

与计划经济体制决定了单一的按劳分配制度；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与市场经济体制，

则决定应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生产要素共同参与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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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两个历史时期，

目前已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经过 70多年的发展与改革，我们建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

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位一体的基本经济制度。然而国

内学者对怎样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却一直存在分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

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

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并指出这两个历史时期是“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

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

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下文简称“《决议》”），对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作了科学评价，学习领会《决议》的

有关精神，需深入研究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形成发展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

一、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生产资料所有制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就是要消灭私有制②。这也是我们党自成立时就确立的

最高纲领。从新中国成立到 1978年，我国建立了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理论界称之为“单

一公有制”。改革开放后，我国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所有制关系的这种

调整，是由我国基本国情和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的。

（一）新中国成立后亟待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推进工业化需采用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我国有 5亿多人口，而国民收入仅 360亿元，经济落后，工业基础尤其薄弱。1949年

我国社会总产值中农业占 58.3%，工业（包括建筑、运输业在内）仅占 29.3%，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

17%（乔喜英，2017），重工业几乎一片空白。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工业化水平更是差距甚远，以钢、电产量为

例，1950年，美国人均钢产量 538.3公斤，印度 4公斤，而中国 1952年才 2.37公斤；美国年人均发电量 2949千瓦

时，印度 10.9千瓦时，而中国到 1952年才 2.76千瓦时（邱霞，2021）。毛泽东同志曾经说：“现在我们能造什

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

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③

人类历史告诉我们，落后就会挨打。鸦片战争后的一百年，由于我们没有重工业，屡受西方列强欺辱，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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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称为“东亚病夫”。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急需搞建设，可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除在经济、技术上封锁

中国外，还发动朝鲜战争，企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中国要真正站起来，必须迅速增强国防实力，建立

起自己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毛泽东同志讲：“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

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④

关于工业化的重要性，毛泽东同志早在 20世纪 40年代就多次讲：我们在推翻三座大山之后的最主要任

务，是搞工业化，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⑤。在 1949年 3月党的七届二

中全会上他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还没有解决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问题，只有待经济上

获得了广大的发展，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先进的工业国，才算最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⑥。1953年 8月，毛泽

东同志在修改中央财经会议文件时，正式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指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

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

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

造。”⑦可见，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只有加快推进“工业化”，中国才能摆脱困境，才能真正站起来。

推进工业化，需要国家投入大量资金。国家投资办工业企业，生产资料当然归国家所有。可农村土地为

何要采用集体所有制呢？1949年我们党取得政权之初，我国农村人口的比重超过 90%，是一个落后的农业

国。一个农业国发展工业，资金从哪里来？中国既不可能像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那样，通过掠夺殖民地积累原

始资本，也无法通过小规模的手工业发展，缓慢积累大工业的资本。唯一的选择，就是依靠农业为工业积累资

本。毛泽东同志曾明确讲：“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其中有一个相当大的部

分是要从农业方面积累起来的。”⑧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通过土地改革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让广大农民获得了土地。农民有了土地后，“舍

不得穿，舍不得吃，尽一切力量投资到生产里头去”⑨，可农民人均耕地只有 3.27亩，牲口和农具严重不足，贫雇

农平均每户不足半头耕畜、半部犁，而且农田水利设施也十分简陋。1949年，全国库容超过 1亿立方米的大型

水库只有 6座，库容 1000万立方米到 1亿立方米的中型水库也只有 17座，其中两座是 20世纪 50年代续建完成

的，灌溉面积仅 2.4亿亩（水利部政策研究中心，1994）。这种状况严重制约了农业生产效率。

基于这种状况，毛泽东同志指出：“个体农民，增产有限，必须发展互助合作。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

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难道可以说既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又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吗?资
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如果又不搞社会主

义，那就要两头落空。”⑩并且还说：“不靠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小惠，而希望

大增产粮食，解决粮食问题，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那真是难矣哉！”

1951年 9月，中央颁布《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指出，土改后的农民中存在着发展个体经

济和劳动互助两种积极性，中央既不能忽视和粗暴地挫伤农民个体经济的积极性，亦要在农民中提倡组织起

来，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发展农民劳动互助；规定实行简单的临时性劳动互助、常年的互助组和以土地入

股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这 3种主要的农民互助合作形式，采取典型示范逐步推广，由小到大，由少到多，

由低级到高级，逐步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

在农民自发和政府动员的共同作用下，农民纷纷参加互助组和合作社，尽力添置耕畜、水车、新农具，改善

和扩大经营，提高农业生产技术。一些地区率先进行农民互助合作的确取得了明显成就。据中南局 1953年 2
月给中央的报告说：“凡是条件比较成熟，领导强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一开始就显示了它的优越性取得群众的

拥护，突出成绩为产量的显著提高，从河南已经总结的十余社的材料看，较好的合作社都比互助组与单干户增

产一成到五成，如河南苏殿选合作社的小麦每亩平均产量超过了一般互助组产量的 47%，超过了一般单干农

民产量的 60%，全年总收入每亩平均产量超过该乡最好互助组 66%，超过一般互助组 101%，超过单干户

125%；湖北饶兴礼合作社水稻每亩平均产量超过 1951年的 33%。”

1953年 2月中央颁布《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正式提出“农民的这些生产积极性，是迅速恢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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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国民经济、促进国家工业化的基本因素”。同年 12月中央又通过《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大力推

动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

随着国家工业化建设规模不断扩大，对农产品需求也越来越大，以农民个体所有制为主体的农业生产经

营体制，与国家工业化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要解决这个矛盾，就必须在农业生产互助的基础上进一步

合作。1955年毛泽东同志指出：“如果我们不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

即农业由使用畜力农具的小规模的经营跃进到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经营，……，我们就不能解决年年增长的

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现时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

到绝大的困难，我们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

1956年 6月，中央颁布实施《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把社员私有的主要生产资料转为合作社集

体所有，标志着农村土地农民个人所有制的终结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初步建立。从 1957年开始，农业合

作化逐步演变为人民公社体制，1958年 8月，中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决定把各地成立

不久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普遍升级为大规模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进一步集中了乡村经济权利以外的

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其他权利。1962年《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颁布，正式确立了农村人民公社

“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原则。

改革开放前，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发挥出了强大的动员能力。广大农民通过投工投劳，兴建了大量的农

田水利设施，开展了大规模的土地平整和深翻改土，极大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很多农田水利设施至今仍发挥

着重要作用。据统计，1952~1982年间，全国共整修、新修堤防、圩垸 17.3万公里；建成水库 8.7万座，总蓄水库

容量达到 4208亿立方米；修建了万亩以上的大灌区 5288处，其中 50万亩以上的有 67处；修建、新建各种塘坝

619万座；建成机井 267.2万眼，其中实行配套的井占 68.8%；全国初步治理水土流失面积达 42.4万平方公里，

占全国水土流失总面积的 35.3%；农田有效灌溉面积从 1957年的 2733.9万公顷增加到 1980年的 4488.8万公

顷，平均每年增加 76.3万公顷（李明秋、李雯，2019）。

毋庸讳言，人民公社体制作为农村集体所有制的一种实现形式，并不适应我国农业生产力发展，是在生产

关系调整方面犯了“冒进”的错误。但不能因此就否定农村集体所有制。从推进工业化角度看，当时农村采用

集体所有制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有效地调动了农村资源，筑牢了农业生产体系，创造了大量的农业剩余，为迅

速实现工业化提供了有力支撑。据国家权威机构测算，从 1952年到 1978年底，我国农业部门为工业部门提供

了 5100亿元左右的资金积累（农业投入总课题组，1990）。

（二）中国要富起来需调整生产关系，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从新中国成立到 1978年前，我国工业企业基本都是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公有制经济占全国工业总产

值的比重为 100%，个体经营户仅有 14万，从业人员 15万人，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基本消失殆尽。这表明，改革

开放前我国经济发展几乎完全依靠国内的资金和技术，完全依靠公有制。数据显示，尽管当时我国经济增长速

度也位居世界前列，但 1965~1977年，世界人均GDP从 591.72美元增加到 1729.56美元，增长了 1.92倍，而我国只

增长了 0.88倍；1952~1978年间，我国年人均收入增长率只有 2.3%，低于世界 2.6%的平均水平（方福前，2021）。

对于当时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和经济状况，邓小平同志在 1978年 3月 18日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有一个描

述：“我们现在的生产技术水平是什么状况？几亿人口搞饭吃，粮食问题还没有真正过关。我们钢铁工业的劳

动生产率只有国外先进水平的几十分之一。新兴工业的差距就更大了。在这方面不用说落后一二十年，即使

落后八年十年，甚至三年五年，都是很大的差距。”他在和外宾谈话中也多次强调，“我们中国还很穷”。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马克思曾经说过，“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

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

量”。1979年 3月，邓小平同志再次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

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

改革开放前 30年，我国生产力水平虽有较大提高，但与发达国家比却仍然很低，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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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社会主要矛盾集中体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按照马克思“生

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的基本原理，要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必须调整之前的生产关

系。于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改革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

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对所有制改革首次破题：“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并不存在一套

固定的模式，我们的任务是要根据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每一个阶段上创造出与之相适应和便于继续前

进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邓小平同志还提出了著名的“三个有利于”标准。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我们逐步认识到，公有制在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可以采取不同的实现形

式。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家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同时还包括股份合作制、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公有制成

分。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强调，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党的十五大进一

步明确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有力地促进了非公经济快速

增长。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民营经济蓬勃发展，各类市场创业主体如虎添翼，为经济发展贡献了巨大

力量。到 2018年底，民营企业每年为国家贡献 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

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

二、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经济体制

改革开放前，我国尚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资源配置方式采用的是计划手段，也称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开

放后，我国进入到工业化中后期，随着发展阶段及其目标任务的变化，资源配置逐步转向采用市场手段，并建

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一）国家工业化初期需优先发展重工业，优先发展重工业需要采用计划经济体制

从理论上讲，计划与市场都是配置资源的手段，与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无关。邓小平同志在 1992年南方

谈话中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对这一论断，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早在 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一文中就作过论证。

科斯认为，资源配置选择用“计划手段”还是用“市场手段”，取决于两种配置方式的交易成本。若用市场

配置资源的交易成本低，就用市场手段；反之则用计划手段。说得更明确些，当人们不知道应该生产什么或生

产多少时，就需要以“价格信号”为指引，用市场配置资源的交易成本会相对低；但若已经知道应该生产什么或

生产多少，那么用计划配置资源的交易成本会相对低。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基本上还是一个农业国，工业

基础非常薄弱，自己连一台拖拉机都造不出，所以当时我们非常清楚，应该优先发展工业，建立起自己独立的

工业体系。而要快速推进工业化，计划经济比市场经济效率更高。

众所周知，英国是工业革命的摇篮，可英国的工业化进程却长达 150多年。若往前追溯，是“圈地运动”变

革了土地所有权，改变了农业经营方式和生产组织形式，率先在农业上实现了商品化生产；农业发展使人口持

续增长，为工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和充足的劳动力，这样不仅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而且劳动力市场也已形

成。英国的工业化，正是在私有制基础上农业、商业、手工业有了较大发展的前提下产生的，并且当时的市场

化程度已经相当高。法国、美国的工业化过程也大体如此，也都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通过自由市场的

作用，从传统社会内部自发产生出推动工业化的因素，它们都是一种内生型的自由主义工业化模式。

改革开放前 30年，我国虽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生产力水平仍远远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果

走西方工业化的老路，我国的工业化将是一个更加漫长的过程。道理很简单：自国家工业化初期阶段，快速地

推进工业化，需要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如果依靠市场来配置资源，在当时资源全面短缺情况下，资源

不可能被投入到工业部门、特别是重工业部门。可计划经济体制不同于市场经济体制，其显著特点就是能集

中力量办大事，政府可以通过控制生产剩余，把有限的资源配置到最急需发展的工业领域。从这个角度看，较

之于市场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是我国快速推进工业化的不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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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有人批评说，当时我们选择计划经济是照搬苏联模式。历史地看，我们借鉴苏联模式并没有错。新中

国成立初期，我们处于西方国家的军事威胁和重重封锁之中。如何发展社会主义，并没有现成的经验，只能以

苏联为师。苏联在短短 20多年时间里，完成了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到先进工业国的跨越，计划经济体制显示

出了巨大的优势，对我国有着强烈的示范作用。正如后来毛泽东同志在总结历史经验时谈到，对于建设社会主

义经济，我们没有经验，“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他还说：“为了使我国变为工业国，我

们必须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已经有四十年了，它的经验对于我们是十分宝贵的。”

用计划经济体制推进工业化，一个重要的手段是借助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为工业化积累资本。一方

面，国家低价收购农产品，在农民拿出剩余产品去交换工业品时，国家就从中取得一定比例的收入，然后将其

投入到工业领域；另一方面，在工业内部又实行低工资制，确保工业部门能够实现较高利润。1953年 11月，我

国颁布了《政务院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统购统销政策，国家强制

实施的这种计划调节与当时的农业合作化相契合，合法地实现了工业化对农业剩余的吸取。据公开数据显

示，从 1953年到 1978年，全国预算内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 7678亿元，平均每年 240亿元左右，大体相当于每

年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绝对值（严瑞珍等，1990）。换句话说，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五个五年计划时期，

国家工业化的投资主要是来自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

计划经济体制不仅有力地推动了工业化，也为中国经济起飞奠定了雄厚基础。全国解放之初，我们连铁

钉和煤油等初级工业品都需要进口，30年后逐步建成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全国基础设施资本存量从 1953年

的 202亿元，上升到 1978年的 1113亿元（金戈，2012）。1949年，我国工业与农业产值之比 1∶2，1978年则变为

3∶1（刘霞辉，2009），到 20世纪 70年代末，西方国家所拥有的工业门类，中国几乎全有。到 1978年，我国工农

业总产值从 1949年的 466亿元，上升到 5690亿元，年均增长 9.45%。其中工业总产值从 1949年的 140亿元增

加到 1977年的 3725亿元，增长了 25.61倍；GDP从 1952年的 679.1亿元，提高到 1978年的 3221.1亿元，增长了

3.74倍，年均增长 6.71%，接近“亚洲四小龙”黄金时期 8.8%的平均增速，大大高于 1966~1990年间英国、美国、

德国 2%~3%的年均增长速度。美国著名学者莫里斯·迈斯纳曾说：“其实毛泽东的那个时代远非是现在普遍

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

上的主要的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林建华，2016）。

（二）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需调整产业结构，必须使市场起决定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在“一五”到“五五”时期，计划经济体制对推进国家工业化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如

农、轻、重比例和积累与消费比例出现了严重失调，城乡居民收入也没有得到显著提升。1978年世界发达国家

人均收入 8100美元，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 520美元，而我国人均收入只有 230美元。“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

小平同志指出：“考虑的第一条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而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大力发展生

产力，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而要发展生产力，就必须改革。他说：“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

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其中首要的改革，就是“对妨碍我们前进的现行经济体制，进

行有系统的改革”。

改革开放从农村拉开序幕，安徽小岗村农民率先实行“大包干”（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改革得到了

中央领导的肯定后，各地农村可谓一呼百应。到 1983年底，全国 90%以上的生产队都实行了“大包干”。农村

土地经营制度的改革创新，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村生产力实现了爆发性增长。1984年，我

国粮食总产量达 4亿吨，人均粮食拥有量达到 390.29公斤（王秋成、武力，1999），创下了历史最高水平，国内粮

食基本自给自足，之后有些年份还出现了农民卖粮难和打白条的问题。到 1993年，国家正式取消了“粮票”

“布票”等计划经济时期各类限制供给的票证。

城市改革以国有企业为突破口。1979年以重庆钢管厂等 6家国企作为试点，推开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

从 1981年起，又相继实行了“利润包干”和“利改税”。1984年开始实施“承包经营责任制”试点，明确所有权与

经营权适当分离，要求企业自负盈亏。1987年 6月，国务院在全国范围普遍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按照“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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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数、确保上交、超收多留、欠收自补”的原则，重新界定国家和企业的关系。到 90年代初，中央提出建立现代

企业制度，根据“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十六字方针对国企进行公司制改造。以上改革

举措极大地激发了国有企业的活力，国内工业品供给日益丰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同时工业品逐步出

现了过剩，生产结构失衡问题也凸现出来。

在过去短缺经济时代，国家可以用计划手段配置资源，农产品和工业品国家皆可统购包销。可进入工业

化中后期，工农业生产全面过剩，国家已无法再用计划手段决定企业应该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也没有能力再

统购包销。在这样的背景下，改革计划经济体制成为普遍的呼声。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的

商品经济”“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到 1992年党的十四大，中央又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党的十八大以来，市场化改革全面深化，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

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我国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上推进市场化改革，是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的伟大创举。不仅在理论上发展

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造出了“中国市场经济模式”，而且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2010年，中国经济总

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国家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均进入到世界前列，国

际地位也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三、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分配制度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马

克思所说的生产条件，主要是指各要素的所有制关系。随着我国所有制结构调整和经济体制改革，分配制度

也经历了从改革开放前的“单一按劳分配”到“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转变。

（一）单一公有制与计划经济决定了单一的按劳分配体制

西方经济学讲分配，是指生产要素所有者共同参与的分配，也是企业内部的初次分配。关于个人收入分配

原则，19世纪初法国著名经济学家萨伊曾提出过所谓的“三位一体”公式：资本得到利润；土地得到地租；劳动

得到工资。后来经济学家将此公式简称为“按生产要素分配”。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萨伊提出的“按生产要素分

配”有两个制度性前提：一是生产要素归个人所有；二是存在普遍的商品交换关系。可见，改革开放前 30年我

国之所以实行单一的按劳分配，原因是当时我们的生产资料采用的是单一公有制，而经济体制是计划经济。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完成，城市国营经济不断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取代了农民个体经

济。实现单一公有制后，资本和土地等生产要素已经归国家或集体所有，只有劳动力归劳动者个人拥有。在

这种体制下，个人收入当然只能按劳分配。在城市，1950年我国开始建立全国统一的工资制度，即“等级工

资+计件工资+奖励工资”；1956年开始实行货币工资制，也是以按劳分配为原则，确立干部 24级、工人 8级工

资制。1950年农村实行土改后，经过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阶段，农村个体经济向集体经济转变，农民收入

分配形成了“缴纳国家税金，扣除生产费用、公积金和公益金后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格局。

对于按劳分配，那时人们的看法并不尽一致。比如城市的计件工资制度，就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

残余，且在 1958年被废除。尽管 1961年后有所恢复，但原有按照技术、职务、行业、区域为基本参照的“按劳分

配”制度被削弱，出现了平均主义倾向。在农村，人民公社制度确立后，农民基本按工分取得货币收入和实物报

酬。无论是农产品定价，还是集体经济收入，都由国家统一管理，农民失去了自主收入权和分配权。到“文化大

革命”期间，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按劳分配被视为资产阶级法权受到批判，计件工资和奖励制度也被当作资本

主义元素被全盘否定。邓小平同志曾经批评说：“如果不管贡献大小、技术高低、能力强弱、劳动轻重，工资都是

四五十块钱，表面上看来似乎大家是平等的，但实际上是不符合按劳分配原则的，这怎么能调动人们的积极

性？”邓小平同志批评这种平均主义的分配体制，目的其实是要推动收入分配制度向真正的“按劳分配原则”

回归。

从经济学逻辑上讲，我国过去实行单一的按劳分配，是与当时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与经济体制相配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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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绝不能全盘否定这种分配制度，也不能将按劳分配原则与平均主义“大锅饭”混为一谈。事实上，改革开

放前的按劳分配体制不仅为国家工业化积累了大量资金，而且由于国家对收入分配的控制，也保障了人民的

生存权利和社会稳定，保障了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的低水平普遍供给。

（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与市场经济体制决定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个体经济和工商业的专业户相继出现，民营经济也应运而生，不久便出现了雇工

现象。到 1979年底，全国个体工商户发展到 31万人（户），比 1978年增长了 1倍多。适应改革开放的要求，政

府也鼓励“在农村和城市，都要鼓励劳动者个体经济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和工商行政管理下适当发展，作为公

有制经济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这就明确了个体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活跃市场、改善人民生活的重要经

济形式。所有制结构的变化，迫切要求对单一的按劳分配制度进行变革，让收入分配制度适应所有制结构出

现的新变化。

20世纪 80年代中期，随着非公有制经济逐步发展，土地、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作为创造物质财富必不可

少的条件，也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收入分配。社会上出现了个体劳动收入、企业债权收入、利息收入、股份分红、

经营收入等多种分配形式。对于收入分配中出现的新问题，党的十三大报告作出回应：“目前全民所有制以外

的其他经济成份，不是发展得太多了，而是还很不够。对于城乡合作经济、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都要继续鼓

励它们发展。”并且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方式不可能是单一的。我们必须坚持的原则是，以按劳

分配为主体，其它分配方式为补充”。这是中央第一次明确提出在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原则下，允许其他收入分

配形式存在。

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中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分配，其实也是交

换。各生产要素所有者参与生产活动，按照等价交换原则就得参与收入分配。党的十五大首次提出“坚持按劳

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

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进入 21世纪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国有企业中职工持股，或以技术入

股、专利入股、以无形资产兼并弱势企业等已经很普遍。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又增加了劳动和管理两个要素，提

出“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充分肯定了各种生产要素在社会经济中

的功能和地位。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拓宽可参与分配的要素范围，首次将“知识”作为生产要素。随着信息技术革命

的深刻变革与广泛渗透，数据日益成为生产经营活动不可或缺的新生产要素，如云计算、智能终端、数字营销、

数字金融等产业方兴未艾。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又将“数据”增列为参与分配的要素，提出“健全劳动、资本、

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以进一步激发经济主体的

主动性与创造性，让各类生产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四、简短的结论

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

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形成与发

展，是由不同时期的基本国情、发展任务和发展条件决定的，应该科学评价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

总结全文分析，可以得出 3点重要结论。

（1）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始终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实践证明，在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初期

阶段，为了建立自己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并迅速推进工业化，采用“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是必要的，也

是正确的；而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则需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参与现代化建设，必须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

下，鼓励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2）计划与市场都是资源配置手段，采用计划经济体制还是采用市场经济体制，取决于两种体制配置资源

的交易成本。在实现工业化初期阶段，政府明确知道需要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采用计划体制的交易成本

-- 7



相对低，而且效率更高；进入工业化中后期，由于逐步出现了生产过剩和结构失衡，继续采用计划体制配置资

源的交易成本升高，所以必须改革计划经济体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3）从人类社会发展史看，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也就是说，一个国

家采用什么样的分配制度，是由这个国家的所有制结构和经济体制决定的。改革开放前 30年，中国实行的是

“单一公有制”与计划经济体制，决定了当时只能实行按劳分配；而改革开放后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

济共同发展，同时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所以决定了分配制度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原副校长（副院长）、教授，现为第十三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

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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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Logic and Practical Logic of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Basic Economic System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Wang Dongjing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National Academy of Governance))

Abstract: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it is urgent to establish its own independent and complete industrial system. Promoting in⁃
dustrialization requires the adoption of state ownership and collective ownership. In order to mobilize all positive factors to participate in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we must adjust 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and adhere to public ownership as the main body and the common devel⁃
opment of various ownership economies. In the initial stage of national industrialization, the rapid promotion of industrialization needs to
adopt the planned economic system. Facts have proved that the planned economic system has laid a solid material foundation for China's
economic take-off. In the middle and later stage of industrialization,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needs to be adjusted. To adjust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we must let the market play a decisive role and let the government play its role better. Any kind of distribution of consumer
goods is the result of the distribution of production conditions themselves. The single public ownership and planned economic system deter⁃
mine the single distribution system according to work. The public ownership as the main body with the common development of various
ownership economies and market economy system determine the distribution system that according to work is the main body and a variety
of production factors participate in the distribution.

Keywords: basic economic system; system of ownership; economic system; distribu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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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Logic and Practical Logic of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Basic Economic System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Wang Dongjing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National Academy of Governance))
Summary: There is an important and unavoidable issue in the study of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New China,

which is how to treat the two historical periods before and after reform and opening up. For a long time, there has
been controversy in domestic academia. Some people set the two historical periods against each other, using the his⁃
torical period after reform and opening up to deny the historical period before reform and opening up or using the his⁃
torical period befor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o deny the historical period after reform and opening up.It has great the⁃
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scientific evaluation of the two historical periods to deeply analyze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basic economic system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According to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this article reveals the theoretical logic and prac⁃
tical logic of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basic economic system based on basic national conditions,
tasks and objectives at different stages of development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Meanwhile, this article dem⁃
onstrates the differences and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historical periods from three dimensions, using empirical analy⁃
sis and normative analysis methods. One angle is the ownership o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Another is the economic
system and the third angle is distribution system. What need to be explained is that the historical data used in the ar⁃
ticle all come from the data published by th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China or authoritative academic journals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article has three conclusions. Firstly, it is necessary and correct to utilize state ownership and collective
ownership to establish an independent and complete industrial system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Because New China was poor and weak. But in the middle and late stage of industrialization, all positive factors are
needed to mobilize to participate in moderniz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common development of various ownership
economies must be encouraged on the premise of adhering to public ownership as the main body. Secondly, planning
and market are both means of resource allocation. In the initial stage of industrialization, the planned economic sys⁃
tem can be adopted to rapidly promote industrialization. However, in the middle and late stage of industrialization,
overproduction and structural imbalance gradually appeared. The market must play a decisive role in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and the role of the government should be given a better play. Lastly, in the first 30 years befor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 implemented single public ownership and planned economy. At that time, only distribution accord⁃
ing to work could be implemented.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public ownership is the main body and various
forms of ownership and market economy develop together. This determines that we must take distribution according to
work as the main body and a variety of production factors participate in the distribution.

There are three main contributions of this article. Firstly, Facing the major issues of general concern and contro⁃
versy in China, it has distinct problem orientation and realistic pertinence. Secondly, different from previous research
literature,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theoretical logic and practical logic of economic transition systematical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basic economic system, providing a new theore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for scientific evaluation of the two historical periods before and after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lastly,
the historical empirical data collected and arranged in this article has a certain reference value to academia for fu⁃
ture research on related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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